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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识别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本文将中国交通碳排放分解为能源结构、（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6个驱动因素，分析不同脱钩状态下各因素驱动效果。采用的GFI因素分解法具有消除残值、分解更完全的优势。研究发现：中国交通碳排放持续增长，但理想脱钩状态省份从0上升到8个；经济和土地城市化是阻碍碳减排最关键因素，人口城市化、交通强度、能源结构促进碳减排；能源强度、交通强度是形成不同脱钩状态主因。构建“高效、紧凑、智能”城市交运体系有助于交通部门更早实现“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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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decoupling theory and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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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is paper used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carbon emissions data from 2002 to 2017 and decomposed the changes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time trend into six driving factors: energy 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energy intensity, traffic intensity, economic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utilizing decoupling theory and Generalized Index(GFI) are to analyze trends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 decoupling statu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m. 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 (GFI)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 used has the advantage of eliminating the calculated residual value and making the decomposition more complet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China's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 to grow, but the number of provinces with ideal decoupling relationships have increased from the initial 0 to 8; (2) Economy and l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s hinder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l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raffic intensity, and transportation energy structure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3) Energy intensity and traffic intensity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formatting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decoupling in various provinces. Transportation energy intensity and traffic intensity firstly promote the growth and then red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strong decoupling and weak decoupling provinces. Building an "efficient, compact, and smart"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will help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achieve the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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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战略性的“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然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其交通部门不仅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部门之一，也是碳排放增长最为迅猛的部门之一。以道路运输为例，2018年中国道路运输产生的CO2占全国能源相关总排放量的10%，2010—2018年道路运输碳排放量则增长了61%[1]。交通部门的碳减排，已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么，中国交通部门碳排放的历史变化趋势如何？各个地区的交通碳减排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下，交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从现有研究来看，仍缺乏系统分析。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基于脱钩理论和广义费雪指数方法（GFI），对中国整体及各地区的交通碳排放时空趋势、脱钩状态以及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这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掌握当前交通行业碳排放情况，也能从中探索适用于不同地区交通碳减排的经验和教训，为交通碳排放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碳排放因素分解已成为研究区域、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重要方法[2-3]，是影响碳排放变动因素量化分析基础。但现有中国交通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局限：（1）大量研究使用LMDI模型，但在Ang et al.[3]的检验中，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比前者的因素分解特性更好、结果更精确，而在中国交通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方面，未有研究使用GFI方法进行分析，使已有研究结论存在误差；（2）大多研究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行业内部能源结构、能源使用效率、行业核心指标特征及单一城市化因素，很少有研究细化城市化的不同层面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3）针对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的文章仍较少，分地区探究不同脱钩类型下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分析的研究空白仍待填补。如能使用脱钩分析法对中国交通碳排放发展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和分类，进而使用GFI方法分解分析影响中国交通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和方向，就能更具针对性的采取交通碳减排措施，助力交通碳达峰更早实现。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使用与现有研究不同的GFI法，对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该方法的优势是能消除计算残值、对排放量完全分解，相比于其他因素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检验更好，使得分解结果更精确，但被较少使用。第二，将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在城市化层面进行扩展，增加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三个维度，探究不同城市化方式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路径。第三，针对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交通能源强度三大促进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三大驱动因素，提出构建“高效、紧凑、智能”城市交通体系建设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交通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介绍脱钩分析法、GFI方法和数据情况，第四部分分析中国2001—2019年各省交通碳排放的趋势及脱钩情况，第五部分基于GFI模型分析中国各省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第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2文献综述
2.1交通碳排放研究
针对交通碳排放，国内外学者围绕交通碳排放的核算、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影响因素、增长预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1）核算交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由于交通碳排放核算体系尚未得到统一，一些学者使用“自上而下”的投入产出法、“自下而上”的过程分析法、生命周期模型法等对交通运输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进行测算[4-7]。“自上而下”法主要基于交通侧各种燃料消耗量和燃料CO2排放因子乘积的总和进行计算。范育洁等[8]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测算西北五省区的交通碳排放，发现宁夏是其中能源强度最大的省份。“自下而上”法通过不同交通方式的车型、保有量、行驶里程、单位行驶里程燃料消耗等数据计算总燃料消耗，再根据各燃料类型的CO2排放因子计算交通碳排放量。欧阳斌等[4]使用“自下而上”法核算江苏省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发现江苏交通能耗和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应重点关注公路货运部门的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生命周期模型考虑了交通运输系统从制造、建设、运营、维护以及回收处理各阶段的碳排放。张秀媛等[9]对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核算，提出建设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以缩短出行举例为目的的多层次公共交通体系。由于“自上而下”方法数据可获数据区域、时间范围更广，本文采用以该方法为基础进行核算的CEADS中国交通碳排放数据库[10]。
（2）研究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常见的包括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3E）理论[11]、低碳经济理论[12]、环境库兹茨曲线理论[13]以及脱钩理论。相比于前三者，脱钩理论能量化二者关系，可作为衡量区域、行业碳排放是否达峰的支撑理论和抓手[14-15]，同时，也被广泛应用在衡量工业[16]、建筑业[17-18]、贸易[19]、水足迹[20]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全国总体或某一省份的研究中。韩梦瑶等[21]采用泰尔指数和脱钩模型，分析中国各省整体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多数地区经历扩张脱钩、扩张连接和弱脱钩的历程，但部分地区脱钩稳定性低。李明煜等[22]核算中国钢铁、电力和水泥行业的碳排放，并分析其达峰情况和脱钩状态，发现各省电力和水泥行业碳排放与产量间逐步脱钩，而各省钢铁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各有差别。Wang et al.[23]使用脱钩模型分析20个OECD国家ICT投资与碳排放强度脱钩状态，发现OECD国家ICT投资的脱钩状态逐步好转。但针对交通经济增长与交通碳排放的脱钩分析中较少涉及区域、省际对比。
（3）识别并分析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主要方法包括因素分解法[2,24]、计量经济模型[25-27]等。基于STIRPAT模型扩展的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是研究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常用计量经济模型，但计量经济建模主要是研究变量间规律性联系，无法获取因素分解分析方法中对交通碳排放从结构上完全分解的效果[28]。因素分解模型主要包括结构分解法（SDA）和指数分解方法（IDA），二者均是由Kaya模型拓展而来，前者虽能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较详细的分析，但由于所需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规模大，无法做到逐年更新[29]，后者以使用产业水平总和数据为主，能进行跨时间、跨区域对比。IDA方法主要包括Laspeyres指数分解、Divisia指数分解、LMDI和广义费雪指数（GFI）分解，Ang等[3]通过对包括上述IDA方法在内的6种因素分解法进行检验发现，有且仅有广义费雪指数能通过除总量检验以外的所有检验，故本文使用广义费雪指数方法能够得出更加准确的分解结果。在使用广义费雪指数的现有研究中，主要是针对某一地区[30]、能源与工业行业[31]碳排放的分解，鲜少有对中国各省份交通碳排放因素分解与对比分析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能填补该方向的空缺。
（4）预测交通碳排放变化趋势。基于情景分析的LEAP模型是主要预测方法，其是基于经济、行业、技术等政策和发展目标做情景假设，再通过各行业终端能源强度和活动水平，结合碳排放因子预测和分析各部门未来的能源需求[32]。马海涛和康雷[33]基于机动车燃料消耗数据对京津冀公路客运交通源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通过设定基准情景、比例控制、总量控制三种情景以及“自下而上”的LEAP模型预测京津冀地区客运交通碳排放情况，发现各种情景下区域排放总量均保持增长趋势，建议在公路客运交通调控设计方面加大力度。Fan et al.[34]使用LEAP模型预测北京市公共交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发现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缓解道路交通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发展情景下，能源需求和GHG排放量将呈现下降趋势。
本文重点聚焦对交通碳排放因素的分析，国内外有不少相关研究采取先探究碳排放与区域、行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随后根据不同脱钩类型分解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范式[35-36]。但对中国各省份交通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并使用GFI方法进行因素分解和对比分析的研究较少，这也是本文的贡献。
2.2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2.2.1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因素涉及经济、社会、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本文结合已有研究[36-38]，充分考虑各因素间关系，从交通碳排放的产生来源、使用及外部环境影响三个角度，选取能源、交通行业、城市化三类因素对交通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
选取交通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两个指标代表能源影响因素。交通能源结构反映了交通部门能源供给端各类能源的比例关系，清洁、低碳能源占比越高，单位能源消耗量产生的交通碳排放越少[39]；反之，占比越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交通碳排放越多。交通能源强度代表交通部门运营过程中的能源使用效率，单位交通增加值中所需能源消耗量越高，则产生越多的交通碳排放，能源使用效率越低；反之所需能源消费量越少，交通碳排放越小。借鉴已有的通过Kaya模型对碳排放分解的研究[40]，本文使用单位交通能源的碳排放量、单位交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来分别衡量交通能源结构和交通能源强度。
交通因素是交通能源的需求方，是产生交通碳排放的最直接因素。参考Fan et al.[41]的方法，使用单位交通增加值的交通周转量表示交通行业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并定义为交通强度。一方面，在交通增加值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交通周转量增速提高，则说明交通运输效率提高，使得交通碳排放量下降；另一方面，在交通周转量不变的情况下，交通部门增加值增速加快，这主要是运输效率降低或基础设施在建规模过大，导致交通碳排放加快增长。
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人口、产业的聚集和土地的扩张，从而刺激交通碳排放的增长。现有的关于交通碳排放因素分解研究中，仅发现经济发展对交通碳排放增长起主要促进作用，而缺乏更进一步讨论。同时，证明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汗牛充栋[42]，因此在对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中，对经济增长进行更细致的城市化视角分解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城市化因素具体分解为经济、人口、土地城市化三个方面，其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在下一节详述。
2.2.2城市化对交通碳排放影响的路径分析
在现有的针对中国交通碳排放因素分解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城市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但城市化带来的产业集聚、人口规模膨胀、土地扩张等都会带来人员流动增加、商品运输量和速度的增长，促进交通运输周转量，导致更多的交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增加。本文参考王班班等[43]对城市化过程的表现方式，对GFI法中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城市化层面做人口、经济、土地三方面的分解。
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物流规模、商务出行需求等方面影响交通碳排放。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发展，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城市化程度的提高[44]，在此过程中，企业选择产业集聚的方式提升生产效率。一方面，产业聚集带来物流量的增加，带来运输规模扩大，产生更多交通碳排放，同时，为促进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的商务出行需求也增加了交通碳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相对于更加分散的产业分布方式，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单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流程中交通运输效率更高，能降低交通碳排放的增长。
人口规模膨胀是产业集聚的产物，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出行需求的增加。产业规模扩张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市涌入大量流动人口，促进城市人口增长。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伴随着更旺盛的交通出行需求，带来更多交通碳排放[27]；同时，人口密度增加加剧了交通拥堵问题，制约交通运输效率的提升，增加单位运输周转量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更多集中在产业集聚区，空间分布较为集中，相对于农村分散式聚居模式，城市人口长距离出行需求较少，能有效促进交通运输效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交通碳排放的下降。
土地规模扩张是城市化的另一大特征。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膨胀不可避免带来城市所需生存空间的扩张，使得城市土地规模扩大，而分散性城市发展方式增加交通运输、通勤距离，增加交通碳排放；另一方面，土地无限扩张会造成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因此有城市通过紧凑型发展的方式，合理规划城市利用空间，降低土地规模扩张的速度，同时提升交通运输效率，抑制交通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综上，本文使用脱钩理论对中国各区域、省份交通碳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行分类和时空对比分析，运用分解更加完全、无残差项的广义费雪指数（GFI）因素分解方法，并对分解因素在城市化层面上进行经济、人口、土地城市化三方面的拓展，研究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如何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变化，以期获得更精确、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
3  方法与数据
3.1研究方法
3.1.1脱钩分析法
本文参考Tapio[45]构建的弹性脱钩模型，利用对应指标变化率之比测度环境经济脱钩状态，具体如式(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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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表示脱钩弹性系数，C表示环境压力，Y表示经济发展水平，ΔC、ΔY分别表示对应指标的研究期变化量，n代表年份n∈（2001,2019）。本文使用交通碳排放表征交通给各省带来的环境压力，使用人均交通部门增加值表征各省交通行业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脱钩关系根据分为8个种类，如表1所示，其中考虑避免过度识别问题，对弹性e取得1及其±20%的偏移区域内的数值。
表1 脱钩程度及划分标准
	状态Ⅰ
	状态Ⅱ
	△C
	△Y
	e
	赋值
	含义

	脱钩
	衰退脱钩
	负
	负
	（1.2，+∞）
	6
	行业增加值降低速度远低于碳排放下降速度

	
	弱脱钩
	正
	正
	（0，0.8]
	7
	行业增加值增长，但碳排放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

	
	强脱钩
	负
	正
	（-∞，0）
	8
	行业增加值增长，且碳排放降低

	负脱钩
	扩张负脱钩
	正
	正
	（1.2，+∞）
	3
	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远低于碳排放增长

	
	弱负脱钩
	负
	负
	（0，0.8]
	2
	行业增加值降低速度高于碳排放下降速度

	
	强负脱钩
	正
	负
	（-∞，0）
	1
	行业增加值下降，但碳排放仍增长

	连接
	扩张连接
	正
	正
	（0.8，1.2]
	5
	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与碳排放增长相似

	
	衰退连接
	负
	负
	（0.8，1.2]
	4
	行业增加值下降速度与碳排放下降速度相似


参考曲艳敏等[46]的处理办法，对各省交通行业发展与交通碳排放压力的脱钩状态进行赋值排序，越好的状态，赋值越高。由于全国各省交通行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均高于+3%，因此只存在强脱钩（8）、弱脱钩（7）、扩张连接（5）和扩张负脱钩（3）4种状态的。
3.1.2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
本文使用广义费雪指数（GFI,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方法来分析中国各省2001—2019年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该方法是由扩展的Kaya模型发展而来，能有效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Laspeyres和Divisia方法是最常见的指数分解方法，但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分解过程中的余值问题，这影响了结果中对于碳排放变化的解释，而GFI方法能很好的解决该问题。Ang et al.[3]通过将GFI方法与其他五类方法进行了因素反转、时间反转、比例反转、总数、零值稳健性及负值稳健性检验，发现GFI方法通过了除总数检验外的所有检验，相比于其他因素分解方式，该方法的检验稳健性更好。因此本文采用GFI方法来完成对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更为恰当。首先，Kaya恒等式如式(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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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2)

式(2)

将碳排放C与能源E、经济增长水平GDP和人口P联系起来，结构简洁易懂，但其只探讨了国家层面的碳排放、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增长与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
由于本文研究视角聚焦交通运输行业，因此加入交通行业周转量将恒等式扩展为式(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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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3)

其中，C代表总体交通碳排放，Ci代表第i种燃料产生的交通碳排放，Ei代表第i种燃料产生的能源消费量，E代表总的一次能源消费量，V代表交通周转量，GD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P代表地区常住人口。Ci/Ei是第i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Ei/E代表交通能源结构（ES）；E/V代表每单位交通周转量带来的能源消费量；V/GDP代表每单位GDP带来的交通周转量；GDP/P是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P代表人口规模。
本文还考虑城市化给交通部门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在式[43](3)

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扩展，参考王班班等 GOTOBUTTON ZEqnNum117706  \* MERGEFORMAT 城市化水平的分类，加入城镇人口数、建成区面积等指标，得到交通碳排放扩展为式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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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4)

其中，Pu代表城镇人口，BA代表建成区面积（BA），GDP/Pu代表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即城市人均经济发展水平；Pu/BA代表城镇人口密度。
但式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4)
仅能探究某一时点上，各驱动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度，无法从动态视角分析各因素对交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GFI模型对两个时点间交通碳排放的变动DC进行分解，相应时段内各驱动因素的变动分别是交通能源结构变动（[image: image10.png]Dy, =

E

)




）、交通能源强度变动（[image: image12.png]Dy, =4 (g)




）、交通强度变动（[image: image14.png]Dy, = (555

55)




）、经济城市化效应（[image: image16.png]-5(2)





）、人口城市化效应（[image: image18.png]Dy, =4

5

BA/




）、土地城市化效应（[image: image20.png]



）。如式(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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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MTPlaceRef \* MERGEFORMAT (5)

其中，CT、C0分别指第T、0年的交通碳排放量，[image: image24.png]



由式(6)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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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均根据式(14)

得到，具体见附录A。
为更好的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交通碳排放变化量的贡献，本文对式(5)

取对数，得到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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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驱动因素（对数值）对一段时间（从0到T）交通碳排放变化量（对数值）增长率[image: image34.png]


的贡献分别记为ES、EI、TI、EG、PD、BA，如式(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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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数据及处理说明
本文对30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由于香港、澳门、台湾省、西藏自治区数据不可得，而未被纳入分析）的交通碳排放量和交通能源消费量的测算数据主要来自CEADs数据库[10]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47]。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核算碳排放所需的碳排放因子采用大多数文献使用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移动源数据[4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加总统计，考虑到仓储和邮政业产生的能源消费量在整个部门中占比较小及数据的可获性[49]，本文使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代表交通运输碳排放，已有多项研究证明该估算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50]。
由于数据基于中国统计体系，交通运输业仅包含运营交通，私家车、机构用车等非营运交通未包含在内。交通碳排放量及化石能源消费量核算考虑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13种化石能源（按《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划分，国民经济行业中共有17种化石燃料产生碳排放。由于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的碳排放系数难以获取，且研究期内多年无数据，因此本文只分析其余13种交通源化石燃料）。
其他指标数据来源如下：交通行业增加值、GDP、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交通周转量来自《中国交通年鉴》[51]，建成区面积来自《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52]。GDP和交通行业增加值均以2001年为基年做不变价处理。本文选取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2019年，跨越四个五年规划时期，最新可获数据截止到2019年。
4  中国交通碳排放的趋势与脱钩分析
基于以上方法与数据，本部分对中国交通碳排放的时空趋势与人均排放水平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各省交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
4.1中国交通碳排放的趋势演变
4.1.1中国交通总碳排放趋势演变
根据中国2001—2019年交通化石燃料碳排放数据，本文分析了全国交通部门碳排放总量的趋势变化，并考虑中国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探讨东、中、西、东北4大区域的交通碳排放的相对强弱（各区域划分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东部包含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含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含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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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交通碳排放趋势
一方面，从全国来看，中国交通部门总体碳排放呈波动增长趋势。根据图1，从2001年的164 Mt（百万吨） CO2增长到2019年的734.39 Mt CO2，增长约4.5倍。2001—2011年全国交通碳排放持续增长，2005年增速出现小幅增长，主要与国务院于2004年底通过的中国第一个高速公路网规划《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有关[53]；2013年由于交通运输业经济统计专项调查，公路水路客货运输数据统计范围口径有所调整，使得交通碳排放量出现明显下降；2016年是统计口径调整后，全国交通碳排放增长率下降的第一年，这主要与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全国统筹的铁路运行图的调整与优化、私家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网约车行业快速发展有关。
另一方面，从区域分布格局来看，交通碳排放总量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特征。以2019年为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达327.1 Mt CO2，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主要原因在于2019年东部地区GDP为51万亿元，比其他三地区GDP总和还高，经济发展推动的交通行业发展，带来交通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加。
中部、西部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行业增加值出现“背离”现象。具体而言，2019年，西部地区交通总碳排放量为179.3 Mt CO2，比中部高10.7%；同年，西部交通行业增加值为9175亿元，比中部地区低15.2%，这表明西部交通运输效率低于中部。
东北地区总碳排放量小，主要原因是该区域只包括三个省份，经济规模较小，从而带来的交通运输行业活力偏低，交通碳排放量低。
4.1.2中国交通人均碳排放趋势演变
就人均水平而言，全国碳排放与各地区排放呈现不同的趋势，具体如图2所示。
从全国来看，人均交通碳排放与总量趋势相似，呈波动增长特征。从2001的131 kg CO2/人增长到2019年524 kg CO2/人，增长约3倍，低于总体交通碳排放增长速率，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和交通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分别对交通碳排放产生正向、负向驱动效应。2001—2019年全国总体和人均交通碳排放增长速率逐步放缓，这与中国不断加大减排技术投入，调整能源结构，完善减排措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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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人均交通碳排放趋势
从区域来看，东北地区逐步取代东部成为人均交通碳排放最高地区，且远高于中西部。如图2所示，在2003—2010年东部人均交通碳排放最高，而东北、西部、中部分别次之。
自2011年起，东北人均交通碳排放超越东部，达到最高，西、中部次之，到2019年，东北、东、西、中部的人均碳排放量分别达到611.9 kg CO2/人、603.9 kg CO2/人、474.0 kg CO2/人、434.7 kg CO2/人。这一相对分布格局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规模远高于东北地区，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人口基数小，使东北人均交通碳排放量大。
4.2交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便于动态比较，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四个阶段（2001—2006年、2006—2011年、2011—2016年、2016-2019年），并对中国各省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其中C表示交通总碳排放量，Y表示交通行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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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各省交通碳排放脱钩情况
研究期内，全国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行业增加值关系经历了从“扩张负脱钩”到“弱脱钩”的趋势。总体来看，交通行业发展方向趋向低碳，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逐步减弱，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分阶段来看，2001—2006年，大多数省份（18省，60%）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这表明此时多数省份交通处于粗放式扩张方式。山东、河北、内蒙古、重庆、陕西、新疆、云南7省交通碳排放量的增速是交通行业增加值增速的2倍以上。具体原因主要是：（1）山东是炼油大省，能源生产的高碳化结构和高产量，使得交通部门对高碳化能源依赖度高；（2）河北、内蒙古、陕西作为重工业大省，货物运输量大，在早期交通供给不清洁的背景下，导致其交通行业的碳排放量增速快；（3）重庆市西部重要交通枢纽，连接东南西北各地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重要交通枢纽，交通运输规模较大；（4）新疆虽不是交通大省，但该时期，国家对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仅2005年在公路建设方面的投资就达到100亿元，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辐射至天山南北的公路网，单位GDP带来的运输量增大；（5）云南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发展机遇，构建路水空立体交通网，相伴而生的旅游、货运产业促进了交通运输产业发展。这些使得各省在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增加值提升的同时提升了能源消费，进而推动碳排放增长。另外，天津、江西、甘肃、青海、宁夏呈现弱脱钩状态，说明4省交通发展方式呈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状态。
2006—2011年，大多数省份（19省，63%）进入脱钩发展阶段（弱脱钩），但弹性较小，即交通行业发展对碳排放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各省逐步重视和推动交通运输行业低碳转型，从能源结构上向电驱动等清洁动力方式转变，从行业结构上推动跨区域、跨城际高速铁路网等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提升交通运输效率；但山西、海南、青海却出现从扩张连接到扩张负脱钩的反弹，说明其交通部门清洁化政策效果不明显，反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增强。
2011—2016年是全国总体交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转为合理的阶段（弱脱钩）。总体来看，全国交通碳排放与行业增加值间关系逐步从扩张负脱钩关系，逐步转弱脱钩关系，符合EKC曲线达峰前特征，到2016年26省（87%）呈现脱钩状态。这一时段，30省开始表现出4种脱钩状态：（1）强脱钩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山东、海南、陕西，各省脱钩状态发展过程符合EKC曲线特征；（2）弱脱钩的省份包括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各省脱钩状态发展过程仅符合EKC曲线达峰前特征；（3）扩张连接的省份包括吉林、四川；（4）安徽、新疆两省脱钩进程出现反复，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
2016-2019年，全国范围内二者关系在弱脱钩状态下呈现波动特征。到2019年，24省（80%）呈现脱钩状态，其中，所有强脱钩省份（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重庆、甘肃、宁夏，共8省）均为首次进入，而上一阶段（2011-2016年）为强脱钩的6省均退回弱脱钩状态，这符合“碳达峰”后存在较长“平台期”的科学规律，因此实施更为有力的交通节能减排政策尤为关键。
5  基于GFI模型的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5.1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在本文4.2节的分析中发现，全国交通碳排放与行业增加值的脱钩趋势逐步显著。那么，是哪些因素对脱钩趋势起关键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GFI模型，从能源结构（ES）、能源强度（EI）、交通强度（TI）、经济城市化（EG）、城市人口密度（PD）、城市土地规模（BA）六个角度，对全国不同时段上的交通碳排放（C）进行驱动因素分解，得到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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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增长率
总体来说，除人口城市化（PD）外，各项指标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02—2005年和2012—2019年一些指标增长率变动较为显著，前者处在“十五”规划和相关交通规划发布的时间点，促进了中国交通运输粗放式发展方式；后者为进入“十八大”以来，更注重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交通行业发展在考虑扩大规模的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鼓励低碳化发展。
具体而言，在2001—2019年，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EG）和城市土地规模（BA）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增长率出现一定下降；交通强度（TI）、（交通）能源强度（EI）在2006年前和2012年后增长率波动较大，主要原因与前述交通总碳排放变动趋势相同。但总体增长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表明中国交通发展强度正从流量增长转变为存量增长；城市人口密度（PD）仅在2006年和2010年正增长，其余年份均下降，表明中国城市及交通规划呈现扩张式发展特征；交通能源结构（ES）在研究期内整体变动不大。
由于GFI是乘型因素分解方法，为使结果呈现更直观，本文对结果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虽压缩了变量尺度，但数据结果的大小对应关系不变，得到中国交通碳排放的GFI因素分解图（图5）。其中，条柱C表示该区域当年交通碳排放的对数值。各年份刻度间，不同图案的条柱（ES，EI，TI，EG，PD，BA），分别表示各因素对该期间内交通碳排放（对数值）变动贡献大小，其上标签表示对碳排放增长率的拉动（%）。各因素贡献总和等于该期间交通碳排放（对数值）的变化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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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交通碳排放及驱动因素趋势
全国交通碳排放在研究期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率不断下降。全国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率从第一个阶段（2001—2006年）的129%，下降到第四阶段（2016—2019年）的7.5%。
从驱动因素看，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对交通碳减排的阻碍作用最大。人口城市化、交通强度、交通能源结构则促进了交通碳减排，（交通）能源强度的正负影响波动较大。说明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活力、城市土地规模增长是驱动全国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交通运输效率提升驱动交通碳减排；能源结构清洁化进程有效加快了交通碳减排进程；能源强度作用波动大主要来源于交通运输周转量变动，《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等顶层设计文件的出台极大的促进了客货运由长途向短途运输的革命，有效提升了交通运输效率，而作为响应，运输需求的提升存在滞后性，使得交通运输周转量形成脉冲震荡，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波动较大，但随着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周转量提升导致的交通碳排放变动减小。
从时间趋势维度看，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对交通碳排放正向驱动的作用逐步降低，（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增长先促进后抑制，人口城市化持续抑制交通碳排放增长。经济、土地城市化起促进作用，说明经济活力、土地规模扩张的速度放缓直接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增长；能源消费量，但交通能源强度的增长率逐步降低，说明前期交通运输效率提升速度相比能源消费增长较低，后逐步提升；交通强度先小幅促进，后大幅抑制碳排放增长，说明与其他行业相比，交通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逐步降低，作为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行业，在基础设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说明交通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交通行业的化石能源结构呈现从以油品为主转向天然气这类低碳化石能源的趋势，但转变趋势较小。
5.2区域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时空分解
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时空分析，重点分析与全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时空分解分析的不同，得到图6。其中，仅东北地区交通碳排放增长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性增长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物流运输依赖较大，随着铁路网优化、高铁的规划建设加速，该地区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运输的物流带来的运输效率提升高于其他地区，从而节省了交通能源消耗。
对四大经济区域交通碳排放产生不同驱动效果因素主要是（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
能源强度对各地区交通碳排放影响的不同体现在时间趋势上，其对东部交通碳排放的增长先促进后抑制（与对全国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相同），对中部、西部、东北先促进后抑制，而后又转为促进。这主要是由于，各区域前期发展交通运输行业时消耗大量能源，而后逐渐注重技术投入，提升交通运输效率，使得单位交通周转量产生的碳排放下降，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在交通低碳技术逐渐进步、结构布局日趋合理的同时，其优化速度无法跟上交通规模扩张速度带来的能源消费量的增长，使能源强度对东部碳排放整体呈现促进作用，而对其他三地区后期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
对于交通强度，从整体看，其对各地区交通碳排放影响方向波动性较大，而除对东北地区交通碳排放变动影响逐步增大外，对其他三地区影响均有所减小。
具体来看，2001-2016年，交通强度对东部、东北交通碳排放的增长均为先促进后抑制（与对全国交通碳排放影响相同），但2016年后，其对东部转为增长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交通基础设施规模满足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后，其建设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高铁的快速布局替代了过去高速公路的旅客运输需求，提升了交通运输效率，由此带来的交通运输周转量增长速度低于相应时期的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使交通强度带来的交通碳排放先促进后抑制，而东部随着近年来在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利用交通运输效率提升这一优势，推动短途物流供需量提升，从而激发了运输周转运输活力，增大了交通碳排放。
2001-2016年，交通强度对中部、西部先抑制后促进，而后又转为抑制。这是由于中部、西部在早期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客货运周转量低，交通行业增加值在区域经济增加值的占比偏低，从而抑制两区域交通碳排放的增长，而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快速布局，带来运输供需量提升，促进交通碳排放增长，随着基础运输需求被满足后，运输效率的提升又转化为对交通碳排放增长的抑制作用。
综上，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仍是阻碍各地区交通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强度对交通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波动性较大。当前高速和高铁网的规划布局有利于交通减排，而智慧物流则会驱动东部交通碳排放增长，中、西、东北地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能力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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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区域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
5.3不同脱钩状态下中国各省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脱钩状态下交通碳排放的驱动特点，本节从驱动因素的角度讨论各省份在最新年份（2019年）呈现不同脱钩状态的原因，重点分析与全国层面驱动因素的不同，具体如图7所示。
从总趋势来看，除强脱钩省份，其他类型省份交通碳排放在研究期内不断增长，而强脱钩区域交通碳排放变动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强脱钩省份经济发展正从数量增长转为质量增长发展。
从驱动因素来看，除（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外，其他因素对交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大小及方向与全国层面（可类比弱脱钩省份情况）相似。
能源强度、交通强度是造成各省形成四种不同脱钩类型的主要原因，同时，能源强度是促进脱钩较差省份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第一，对于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省份，能源强度、交通强度在早期对交通碳排放起促增长作用，后期转向促减排作用，其中，两因素对处于过渡状态的扩张连接省份，带来的影响波动性更大，需对清洁化能源转型政策持续发力，巩固政策效果；第二，对于扩张负脱钩省份，能源强度在后期对交通碳排放的促增作用反弹程度高于扩张连接省份；第三，对比两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方向和大小，能源强度是使得强脱钩省份后期碳排放降低的最关键因素，也是造成扩张负脱钩省份后期碳排放增长率出现反弹上升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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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交通碳排放各类脱钩状态的驱动因素
深入探究强脱钩省份经验发展，曾经作为能源大省的河北、山西、黑龙江、宁夏、甘肃，在推进能源转型，分别建立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低碳化、网络化”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国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能源革命系列行动[54]、推动能源替代战略、建设宁夏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等政策和行动影响后，大幅降低了化石能源生产消费量，能源结构逐步清洁化，从而降低了交通碳排放。
吉林、浙江省均在2018年分别发布《吉林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2016-2020）》[55]、《2018年浙江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56]，两省是“十三五”时期为数不多针对全行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发布顶层设计文件，且有效控制其他化石能源消费代偿性增长的省份。
重庆通过构建“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运用示范区”，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在解决交通拥堵的同时，科学调度城市交通秩序，引导绿色用车，大大提升了道路运输效率，降低能源消费。
综上，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是造成各脱钩类型地区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能源强度是影响交通碳排放与交通增加值脱钩的关键因素。推动能源大省全面清洁化、网络化转型，在对特定化石能源品种消费总量控制攻坚的同时，防止其他化石能源代偿式反弹增长，推动交通行业智能化发展将有助于该行业快速实现与碳排放的脱钩。
6  结论及建议
6.1主要结论
本文对2001—2019年中国省级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行业增加值进行脱钩分析，使用广义费雪指数（GFI）因素分解分析方法对各区域交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2001—2016年中国交通碳排放整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在区域上呈现东高、中西次之、东北低的特征。大多数省份交通碳排放与行业增加值间呈现从扩张负脱钩到弱脱钩再到强脱钩的趋势，具有理想脱钩关系的省份从2001—2006年从0上升到2016—2019年的8个，表明中国交通低碳化趋势显著。在第四阶段（2016—2019年），全国共有8省实现强脱钩：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重庆、甘肃、宁夏，有1省仍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青海；已实现强脱钩的省份存在“碳达峰”后的平台期波动现象。
（2）从全国来看，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是抑制交通碳减排最大的阻碍因素，人口城市化、交通强度、能源结构促进了交通碳减排，能源强度的正负影响波动较大。
（3）从脱钩状态角度来看，（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是造成各省形成四种不同脱钩类型的主要原因。对于脱钩情况较好的强脱钩、弱脱钩和处于过渡状态的扩张连接省份，能源强度、交通强度对交通碳排放先促增长，后促减排，符合EKC曲线特征。对于脱钩情况亟待优化的扩张负脱钩省份，能源强度在后期对交通碳排放的促增作用反弹程度高于扩张连接省份，且上升为促使交通碳排放反弹增长的主要因素。
6.2政策建议
我国交通运输系统应着力建设更加“高效、紧凑、智能”的城市交通体系，通过经济发展效率变革、优化城市空间利用方式、构建智能化交通网络等方式，降低由经济增长、土地扩张、交通能源强度推动的交通排放增长，实现交通碳减排目的，具体措施如下：
（1）促进城市经济高效化转型。城市发展规划应优先设定包括交通部门在内的“双碳”目标，再以此为约束设定经济增速目标。“十四五”规划中设定未来5年全国能耗强度下降13.5%、碳排放强度下降18%目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率先达峰。因此，各地区经济发展必须由过去追求单一维度的经济增长指标，转向视角更全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交通碳减排约束目标，倒逼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
（2）加快城市空间紧凑化变革。优化低效土地利用方式，统筹推进功能复合、公共交通有限的集约紧凑型城市发展方式，减少通勤距离，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北京作为扩散性发展的超大城市，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488平方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1469平方公里，城市功能分区明显，居民在郊区居住却在城区工作的表现明显[55]。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56]发布的《中国主要城市通勤检测报告》，2020年，北京单程平均通勤距离和通勤时耗分别高达11.1千米、47分钟，而其城市万人单程通勤交通碳排放达8.7吨，均位居全国第一。因此，注重城市功能规划，充分利用立体空间，减少扩张型发展，侧重旧城改造设计有助于城市交通碳排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3）实现交通智能化发展。运用信息化科技手段提升交通运输、管理效率，降低规划与建造成本。一方面，通过能源系统动态模型，优化城市行车组织与节能运营技术，提升网线能源调度管理、交通能源使用效率和方式[57]；另一方面，通过交通引擎构建基于自动驾驶、车路系统等智能交通科技，提升城市实时感知、快速响应与智慧决策能力，为更智慧、更低排放的治理“城市病”赋能。
参考文献：
[1] GAN Y, LU Z, CAI H, et al. Przesmitzki. future private car stock in China: current growth pattern and effects of car sales restriction[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2020,25(3), 289–306.
[2] 彭武元,姚烺亭.中国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分解研究[J].生态经济,2021,37(08):21-27. 
[3] ANG B W, LIU F L, CHUNG H S. A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 approach to energy decomposition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 2004. 26(5): 757-763.
[4] 欧阳斌,凤振华,李忠奎,等.交通运输能耗与碳排放测算评价方法及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软科学,2015,29(01):139-144. 
[5] 徐龙,王力,刘莹,等.基于多源数据的公交车能耗碳排放测算模型[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20,20(03):174-181. 
[6] 左大杰,戴文涛,熊巧,等.基于EKC视角的四川省交通碳排放与行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2018,35(04):129-136. 
[7] 陶玉国,黄震方,史春云.基于替代式自下而上法的区域旅游交通碳排放测度[J].生态学报,2015,35(12):4224-4233.
[8] 范育洁,曲建升,张洪芬,等.西北五省区交通碳排放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09):32-37+67. 
[9] 张秀媛,杨新苗,闫琰.城市交通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测算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06):142-150. 
[10] SHAN Y, LIU J, LIU Z, et al. New provincial CO2 emission inventories in China based on apparent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and updated emission factors[J]. applied energy,2016,184:742-750.
[11]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M]. London: BP, 2004.
[12] 李汪芹.我国区域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研究[D].北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1.
[13] 陈向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 2015,3: 51-62. 
[14] 代佳庆.“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双脱钩研究[D].山东:山东科技大学,2020.
[15] BALSALOBRE-LORENTE D, DRIHA O M, LEITAO N C, et al. The carbon dioxide neutralizing effect of energy innovation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EU-5 countries under the prism of the EKC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298:113513.
[16] 王君华,李霞.中国工业行业经济增长与CO2排放的脱钩效应[J]. 经济地理, 2015,35(05): 105-110. 
[17] 冯博,王雪青.中国各省建筑业碳排放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04): 28-34. 
[18] 胡颖,诸大建.中国建筑业CO2排放与产值、能耗的脱钩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08): 50-57.
[19] 刘爱东,曾辉祥,刘文静.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07): 73-81. 
[20] 潘忠文,徐承红. 我国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8(02): 97-108. 
[21] 韩梦瑶,刘卫东,谢漪甜,等.中国省域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脱钩趋势演变[J].资源科学,2021,43(04):710-721. 
[22] 李明煜,张诗卉,王灿,等.重点工业行业碳排放现状与减排定位分析[J].中国环境管理,2021,13(03):28-39. 
[23] WANG J D, JIANG Q Z, DONG X C, et al. Decoupling and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investments and CO2 emission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ector[J]. Applied Energy,2021,302: 117618.
[24] ALAJMI R G. Factors that impa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Saudi Arabi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using LMDI[J]. Energy Policy,2021,156:112454.
[25] 袁长伟,张帅,焦萍,等.中国省域交通运输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科学,2017,39(04):687-697.
[26] 张诗青,王建伟,郑文龙.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及影响因素时空差异分析[J].环境科学学报,2017,37(12):4787-4797. 
[27] 宁晓菊,张金萍,秦耀辰,等. 郑州城市居民交通碳排放的时空特征[J].资源科学,2014,36(05):1021-1028. 
[28] 卢爱桐. 江苏省工业COD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D].江苏：南京大学,2018. 
[29] 聂志萍,吴梦芝,马海良.基于LMDI和脱钩理论的我国生活用水影响因素研究[J].水利经济,2019,37(05):11-15. 
[30] 任晓松,赵涛.基于广义费雪模型的天津市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06):8-12. 
[31] 王永哲. 基于能源消费的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32] FELVER T B. How can Azerbaijan meet its Paris Agreement commitment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mate change-related energy policy options using LEAP modeling[J]. Heliyon,2020,6(8): e04697
[33] 马海涛,康雷.京津冀区域公路客运交通碳排放时空特征与调控预测[J].资源科学,2017,39(07):1361-1370. 
[34] FAN J L, WANG J X, LI F Y, et al. Energy demand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 in the Internet er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65:177-189.
[35] 赖文亭,王远,黄琳琳,等.福建省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其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J].应用生态学报,2020,31(10):3529-3538. 
[36] PAPIEZ M, SMIECH S, FRODVMA K. The role of energy policy on the decoupling proces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1,318: 128484.
[37] 曾晓莹,邱荣祖,林丹婷,等.中国交通碳排放及影响因素时空异质性[J].中国环境科学,2020,40(10):4304-4313. 
[38] JAEHUN SIM. The influence of new carbon emission abatement goals on the truck-freight transportation sector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64.
[39]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J].经济研究,2010,45(08):66-78. 
[40] KAYA Y. 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GNP growth: interpret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R]. Paris: IPCC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 1989.
[41] FAN F Y, LEI Y L. Respon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rela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eijing—Based on decoupling theory[J]. Taylor & Francis,2017,11(10): 764-775.
[42]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09):22-29. 
[43] 王班班,廖晓洁,谭秀杰.城市化对雾霾暴露的贡献——基于对中国城市群的时空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07):63-74. 
[44] 徐维祥,唐根年,陈秀君.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05(06):868-872. 
[45]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 Transport Policy, 2005, 12(2):137-151.
[46] 曲艳敏,杨翼,陶以军,等.基于脱钩理论的环渤海地区经济与海洋环境关系研究[J]. 生态经济, 2018,34(06): 174-179+204. 
[47] 中国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2018.
[48] IPCC,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R]. Unknown: IPCC, 2006.
[49] 欧阳斌,张跃军,郭杰.低碳交通运输的综合评价指标及其应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03):7-13. 
[50] 闫紫薇.中国交通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8. 
[51] 中国交通年鉴编辑部. 中国交通年鉴[M]. 北京:中国交通出版社,2003-2018.
[52] 宏观经济研究院.建成区面积[EB/OL]. [2021-08-27]. https://www.epsnet.com.cn/index.html#/Index 
[53] 交通运输部.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R]. (2005-09-16)[2021-09-12]. http://www.gov.cn/ztzl/2005-09/16/content_64418.htm 
[54] 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实施方案(2016—2020年)》[EB/OL].(2016-04-08)[2022-01-02]. http://www.shanxi.gov.cn/sxszfxxgk/sxsrmzfzcbm/sxszfbgt/flfg_7203/szfgfxwj_7205/201604/t20160408_145792.shtml
[55] 吉林省能源局.《吉林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2016—2020年）》[EB/OL].(2018-07-09)[2022-01-03]. http://nyj.jl.gov.cn/tzgg/ghjh/201807/t20180712_5418924.html
[56]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2018年浙江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EB/OL].(2018-08-28)[2022-01-03]. http://fzggw.zj.gov.cn/art/2018/8/28/art_1599544_30219752.html

[57] 王琪延,曹倩,高旺.北京居民职住分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调研世界,2019(04):19-24. 
[5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检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检测报告（发布版）[R]. 北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59]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R].北京: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2020. 
[60] FISHER R A. On 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statistics[J/OL].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containing Papers of a Mathematical or Physical Character (1896-1934),1922,222:594-604
作者简介：宋德勇（1966—），男，湖北松滋人，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宋沁颖（1997—），通信作者，女，湖北十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张麒，男，湖北荆州人，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空间经济。
附录A
A.GFI各分解项的推导过程
费雪因子分解方法(FI, Fisher Index)由Fisher[58]提出，模型如式(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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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代表一个总指标，i代表总指标的一个子类别，X1i和X2i代表所分解的变量。从时刻0到T，X1i和X2i的变化带给V变化的效应由式(10)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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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费雪因子公式，可以得到式(12)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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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因素在实际分析当中应用受到限制，Ang et al.[3]将两因素扩展到多因素，并提出了GFI(generalized Fisher index)模型。首先，将式(13)

拓展至n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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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集合N=1,2,…,n,，其中N的基数为n，S是N的一个子集，s是S的基数。定义一个函数[image: image55.png]V(S) = X(IT1es X7 ey s 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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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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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空集，上角标代表当前年份T和基年0，根据几何平均原理，VT/V0可以被分成n个部分，则分解因素Xj(j=1,2,…,n) QUOTE 
 随时间的变动值可表示为式(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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